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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联盟组合形式的企业间活动已成为中国企业创新和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焦点企业绩效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和自身吸收能力两方面的影响。但现有文献缺乏整合制度环境层面与内部资源-能力特征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本研究应用组态思维和fsQCA实证分析方法，选取中国深证A股512家制造企业的数据集，探究影响企业绩效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素复杂机制。结果发现，驱动企业实现高绩效的四种策略及对应的组态模式。分别为：适应策略下的资源式组合、共生策略下的资源-协调式组合、吸收策略下的资源-吸收式组合和保存策略下的非多样性式组合。通过关注企业对环境动态的感受力，为企业抉择联盟合作伙伴达成绩效提升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启示。

关键词：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联盟组合配置；吸收能力；企业绩效；fsQCA方法







------------------------------------------------------------

基金项目：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制度资本的关系研究”（71872116）；2.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协同教育模式及机制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研究”（2017GXJK153）
项目来源：1.佛山市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基于国内外比较视角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机制研究”（2019FWTX01）；2.深圳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深圳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系统知识转移及创新绩效提升策略研究”（SZ2020B010）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Alliance Portfolio Alloc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fsQCA Method
Cui Shijuan1, Li Lingyu2，Tang Yingfeng3, Li Chaoning4
（1.2.3.4. School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Inter-firm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allian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novate and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open innov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cus enterprise is affected by both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ts own absorptive capacity.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lacks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resource-cap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performance.This study applies configuration thinking and fsQCA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 selects the data set of 512 A-shar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factors and factor complex mechanisms that affect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t turns out that there are four strategies and corresponding configuration modes that drive companies to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They are: resource-based portfolio under the adaptation strategy, resource-coordinated portfolio under the symbiosis strategy, resource-absorptive portfolio under the absorption strategy, and non-diversity portfolio under the preservation strateg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ensitivity of enterprises to environmental dynamic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for enterprises to choose alliance partners to achiev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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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特有的转型经济情景使得我国企业嵌入在“政府-市场”双元逻辑并行的制度环境中[1]，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资源能力和创新素质产生一定制约作用[2]。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组建或参与联盟组合来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3][4]、弥补资源缺口、提高创新能力[5]、维持企业竞争优势[4]以及实现企业绩效提升[5][6]。Brouthers等[7]认为“谁拥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联盟成功和企业绩效提升至关重要。因此，联盟组合配置如何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产生影响，是否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是本文的研究价值之一所在。其次，吸收能力是企业有效识别、获取外部有价值的知识资源，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桥梁作用的一种基础能力。George等人[8]调查发现，联盟便于焦点企业识别和吸收到外部不同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通过将新旧知识融合形成知识产出或商业产出。因此，焦点企业吸收能力是影响企业间知识转移以及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介导。企业应正确利用联盟组合特征及自身吸收能力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以达到资源和绩效利益的最大化[9][10]。
然以往研究大多从单个维度或多维度单独探讨不同程度的联盟组合配置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忽略和缺乏探究宏观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内部能力特征与联盟组合配置的集合属性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驱动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研究，这也是产生目前研究结果混乱，无法准确刻画全局层面上组合多样性效果的重要原因[11]。因此，将以上两个变量引入研究模型，探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吸收能力水平如何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是否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是本文的另一研究价值所在。循此逻辑，本研究采用fsQCA实证分析方法，从资源和能力视角出发，探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配置策略与企业吸收能力驱动焦点企业产生高绩效的最优匹配模式。进一步理清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配置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机制，期冀为我国制造企业开展联盟组合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文献综述
联盟组合多样性和企业绩效
先前研究关注合作伙伴的多样性[12]或网络层面[13]。尽管有文献主张必须考虑联盟组合的功能目的和治理结构的差异性，但缺乏对合作成员、功能和治理结构这三个多样性方面的共同研究。本研究中将基于组态思想探析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的三个关键维度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1.1.1 组合成员多样性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组建或参与联盟的原因集中表现为：克服环境不确定性，共摊成本和分散风险；获取合作伙伴企业的互补性和异质性资源，提高企业资源存量和关系租金[14]。基于每个企业都拥有其独特的技术和知识资源，众多学者将联盟组合成员多样性定义为联盟组合中信息、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多元化，其源于联盟合作成员行业、国家等维度上的多样性差异。基于此，本文定义联盟成员多样性为地理多样性和行业多样性。
（1）地理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地理多样性指的是联盟组合中覆盖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差异程度[5]。随着联盟组合的发展，企业更倾向与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合作伙伴构建联盟关系以搜索、整合以及扩散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制度文化下的异质性信息。Lahiri等[15]]认为不同区域的伙伴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难以模仿的本地资源和异质性信息，进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但也有学者提出高地理多样性增加了企业协调沟通和信息共享的难度，易导致知识溢出和价值被挪用的机会主义风险[15]，且降低了企业吸收合作伙伴知识的能力[16]，增加组织学习和治理难度。但大多数研究仅基于地理多样性单个变量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的统计分析，这不足以解释其不同条件之间如何协同联动影响企业绩效[17]。
（2）行业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行业多样性是指联盟合作伙伴所在丰富行业的多样性。同质化程度较高的联盟组合拥有更多重叠性的资源，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价值创造的过程[18]。也有研究表明相似性的企业更容易迅捷地捕捉和把握创新机遇[19]。然而，当联盟合作伙伴处于不同行业拥有不同的知识、技术、经验时，有利于增强焦点企业的机会识别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比行业趋同化联盟组合更高的企业绩效[20]。Jiang等人[21]研究发现，合作伙伴的组织多样性及联盟的职能多样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联盟成员的产业多样性水平与企业绩效呈现出U型曲线关系。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现实情景中的企业会通过选择不同行业的联盟合作伙伴[22]，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协调效率[23]，克服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1.1.2 功能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联盟组合可能涉及不同功能目的的活动，如合作制造、营销和研发等联盟。不同功能的联盟组合有利于焦点企业吸收和利用新知识和外部机会，从而产出新产品或改进服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24]。以往研究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角度发现，高度的功能多样性使焦点企业能够从创新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活动中获得异质资源和新的市场机遇，通过在联盟活动不断学习、优化和重构企业能力[25][26]，提升企业价值创造空间。此外，有研究从交易成本角度发现，联盟为企业提供发展新能力机会的同时，由于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盟涉及合作伙伴的不同投入，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搜索的广度和难度，提高了协调和交易成本[27]。因此，平衡好功能多样性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
1.1.3 治理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治理多样性是联盟组合的重要结构特征，对焦点公司的战略决策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合作伙伴之间的资源共享和知识流的有效协调开展[28]，得益于联盟组合中伙伴的治理多样性[29]。本文将治理多样性定义为，与联盟合作伙伴相比，对联盟组合拥有更多控制权的焦点公司。对联盟有更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对合伙企业活动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更有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管理合作[30]。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时，拥有多数控制权的焦点企业能够说服或迫使其它合作伙伴分享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能够影响从其合作伙伴中转移的信息或资源的类型，因此更有可能从联盟组合中获得与其他合作伙伴互补的信息和资源。这使得焦点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合作伙伴知识信息资源的多样性，降低机会主义现象的发生以及交易和管理成本，并促进产生有助于企业创新的新知识组合[31]，进而提升焦点企业绩效。
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吸收能力最初被定义为企业识别、吸收及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32]。随着吸收能力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关注外部环境与吸收能力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32]。Cohen和Levinthal[33]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企业的先验知识和经验会影响吸收能力。组态学习角度认为吸收能力实质上是组织知识学习的过程，组织在不断的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和发展。Lane和Pathak[34]认为外部因素如制度环境、伙伴知识多样性，内部因素如员工个体等都会影响企业对外部资源的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35]，且企业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稳定性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进而有益企业绩效提升[36]。本文倾向组织学习理论，将吸收能力定义为焦点企业从联盟伙伴企业中识别和获取外部新知识，并将新知识与现有知识进行融合转化为企业新的内部知识，进而达到知识产出和商业产出的过程来最终影响企业绩效。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深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绩效提升须考虑企业所嵌入的区域制度环境的作用[10]。基于制度理论，研究指出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会受到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的影响[37]。从资源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焦点企业在获得联盟企业的知识、信息和资源的同时，也伴随着机会主义行为、知识泄露和搭便车等现象而引发的风险和管理成本。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市场化水平及法制化水平，可促进资源型企业与外部组织合作，先于竞争对手感知和识别外部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抢先占据企业创新活动所必需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并通过自身吸收能力进一步转化和利用这些知识[4]，形成市场竞争力[38]。在制度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更倾向通过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资本及资源降低自身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或创新活动[39][40]。
研究总结及模型
随着企业商业生态的不断演化，企业打开组织边界组建联盟以减轻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通过联盟的知识收益和关系风险之间的内在张力，可消除不确定性增强竞争优势[26]。焦点企业基于联盟伙伴的多样性特征，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先于竞争对手得到更为关键性的互补性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40]，获得先动者优势；通过功能多样性，帮助企业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组合，扩大其知识库和价值创造活动范围，增强企业灵活性；通过治理多样性，增进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信任水平、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41]；吸收能力为企业产生创新型知识、研发创新产品提供必要条件[35]。更高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快速准确识别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和需求[42]，促进企业重新审视内外部知识资源及发展机会，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最后，通过应用过程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产出和绩效提升。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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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本文研究模型
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为了区别于以往采用线性思维来探讨联盟组合问题的研究，本研究从组合视角出发，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方法，探究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不同属性构成的模式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2.2数据收集
本研究研究中国深证A股医药、汽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四个制造行业上市企业的联盟组合配置行为与吸收能力如何驱动企业绩效提升。原因有二：一是技术进步要求制造企业增强企业间合作，获取互补和异质性资源，以维持竞争优势[10]。二是所选四个制造行业是中国有一定规模的行业，可以保证样本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以深证A股制造业51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和处理数据，得到142家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在2013年—2018年六年联盟组合多样性的有效数据集，同时以 2018年—2019年滞后2年的平均净利润率来衡量焦点企业绩效。
2.3变量设定
2.3.1 结果变量
在累积5年的多样性条件下，选取滞后2年的平均净利润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尽量减少虚假结果的可能性。
2.3.2 条件变量

（1）地理多样性；联盟组合中覆盖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的程度[5]。参照Phelps[43]对技术多样性的测量，本文根据焦点企业与联盟组合成员所在省份划分类别进行编码，“0”=相同省份；“1”=不同省份，“2”=相邻省份，“3”=不同国家（文献补充）。用Blau计算地理位置多样性：。其中，Dd代表的是地理多样性的程度，Pi代表地理独特性在联盟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在计算中，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省来处理。
（2）行业多样性：在比较不同的合作伙伴公司时，行业类别提供了合理的资源表示[43]。用联盟投资组合中所有合作伙伴公司代表的唯一主要代码（两位数）来衡量资源的多样性。联盟组合级别的多样性度量值的范围是0到1，值越高表示资源多样性的级别越高。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13]。
（3）功能多样性：联盟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功能目的[44]。根据其所服务的功能目的分为制造、市场和研发等不同类型。本文将联盟分为四类，其中“1”=制造，“2”=营销，“3”=研发，“4”=其它。采用Blau指数计算联盟组合伙伴治理多样性。
（4）治理多样性；本文关注联盟企业伙伴在联盟中的股权持有水平[21]。在此过程中，本文根据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划分类别进行编码，“1”=非股权联盟（没有股权分配）；“2”=20%以下的股权，“3”=21%-49%的实质性股权，“4”=50%的同等股权，“5”=51%-79%的主要股权，“6”=80%及以上的实主要股权。仍采用Blau指数计算。
（5）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整合以及利用外部资源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结合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来测量吸收能力[9]。 
2.3.3 环境分类变量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制度环境是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分省化市场指数报告（2018）》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45][46]，根据样本企业所在地区2013-2017年的市场化总指数平均值划分为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两组。
表1 变量信息及赋值表
	变量名称
	变量涵义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企业绩效（IP）
	平均销售净利润率
	国泰安数据库；公司年报

	条件变量   

	地理多样性（OD）
	覆盖不同地区合作伙伴的程度         
	巨潮资讯网；企业公告

	行业多样性（ID）
	企业所具有的不同资源程度
	企业公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功能多样性（GD）
	企业在联盟中不同的功能目的
	资讯网；企业公告

	治理多样性（GD）
	企业所占股权比重
	资讯网；企业公告

	吸收能力（RD）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国泰安数据库；公司年报

	环境分类变量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IN）
	焦点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总指数，以均值划分为高低两组不同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样本
	《中国分省化市场指数报告（2018）》


QCA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将变量转化为集合属性进行数据较准之前，本研究将处理好的原始数据对其进行了平均处理，表2和表4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极大值和极小值。据表3可知，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6以下，可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统计
指标
	前因条件
	结果变量

	
	资源要素-联盟组合配置
	能力要素
	

	
	地理多样性（DL）
	行业多样性（HY）
	功能多样性（GN）
	治理多样性（ZL）
	吸收能力
（RD）
	企业绩效
（IP）

	均值
	0.396
	0.754
	0.364
	0.314
	6.134
	0.007

	标准差
	0.227
	0.229
	0.248
	0.261
	4.448
	0.082

	极大值
	10.17
	0.76
	0.88
	0.88
	35.94
	0.21

	极小值
	0.35
	0.00
	0.00
	0.00
	0.55
	-0.42



表3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DL
	HY
	GN
	ZL
	RD
	IP

	DL
	1.000
	
	
	
	
	

	HY
	-0.200*
	1.000
	
	
	
	

	GN
	0.148
	-0.220**
	1.000
	
	
	

	ZL
	0.195*
	-0.155
	0.175*
	1.000
	
	

	RD
	-0.004
	-0.044
	-0.063
	0.056
	1.000
	

	IP
	0.052
	0.121
	-0.023
	-0.158
	0.104
	1.000

	注：*.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4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分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

	
	均值
	极大值
	极小值
	个数
	均值
	极大值
	极小值
	个数

	
	9.92
	10.33
	9.00
	94
	7.05
	8.39
	0.29
	48

	东北
	
	
	
	
	
	
	
	6

	华北
	
	
	
	19
	
	
	
	6

	华中
	
	
	
	
	
	
	
	3

	华东
	
	
	
	29
	
	
	
	12

	华南
	
	
	
	46
	
	
	
	9

	西南
	
	
	
	
	
	
	
	12


变量的较准
采用QCA方法要对测量的变量进行校准，转换为集合概念，使结果具有解释性。依据由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full membership）、完全不隶属（full nonmembership）和交叉点（cross over point）[47]，将原始数据输入fsQCA软件予以自动校准。校准后的隶属程度介于0-1之间。参考以往研究并结合经验知识，本研究选取各变量的均值、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为其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及完全隶属临界值。各变量的校准临界值如表5、6所示。

表5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各变量较准表
	变量
	目标集合
	瞄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IP
	高IP
	0.06
	0.02
	-0.02

	前因变量
	地理多样性（DL）
	高地理多样性
	0.50
	0.49
	0.32

	
	行业多样性（HY）
	高行业多样性
	1.00
	0.75
	0.50

	
	功能多样性（GN）
	多功能多样性
	0.56
	0.44
	0.08

	
	治理多样性（ZL）
	治理结构丰富性
	0.51
	0.32
	0.00

	
	吸收能力（RD）
	优良的吸收能力
	7.09
	4.94
	3.53



表6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各变量较准表
	变量
	目标集合
	瞄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IP
	高IP
	0.05
	0.02
	-0.01

	前因变量
	地理多样性（DL）
	高地理多样性
	0.57
	0.44
	0.00

	
	行业多样性（HY）
	高行业多样性
	1.00
	0.86
	0.67

	
	功能多样性（GN）
	多功能多样性
	0.56
	0.44
	0.00

	
	治理多样性（ZL）
	治理结构丰富性
	0.50
	0.38
	0.00

	
	吸收能力（RD）
	优良的吸收能力
	6.75
	5.08
	3.74


必要条件分析
综合以上变量解释，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是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的。分别分析高低两组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地理多样性、行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治理多样性和企业吸收能力五个变量，以企业高绩效为结果变量作单因素必要性检验（见表7、8）。
表7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企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Outcome : IP

	Conditions
	Consistency
	Converage

	DL_div
	0.597513
	0.533606

	-DL_div
	0.469023
	0.528645

	HY_div
	0.551702
	0.577925

	-HY_div
	0.550611
	0.523217

	ZL_div
	0.564572
	0.524417

	-ZL_div
	0.508290
	0.546307

	GN_div
	0.560428
	0.528492

	-GN_div
	0.533813
	0.563955

	XSNL_div
	0.528796
	0.530648

	-XSNL_div
	0.561082
	0.555268



表8 “低制度环境下”企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Outcome : IP

	Conditions
	Consistency
	Converage

	DL_div
	0.641067
	0.625641

	-DL_div
	0.467664
	0.489218

	HY_div
	0.608327
	0.612785

	-HY_div
	0.455942
	0.461539

	ZL_div
	0.491512
	0.487375

	-ZL_div
	0.589733
	0.606653

	GN_div
	0.627728
	0.575185

	-GN_div
	0.476152
	0.535454

	XSNL_div
	0.653597
	0.661620

	-XSNL_div
	0.450283
	0.453583



结果显示，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和吸收能力及其否定变量的一致性值均小于0.8，表明每个单独的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子集，每个单独变量本身并非能够取得企业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
组态分析
3.4.1结果分析
参考杜运周等人[55]建议，将样本频次门槛值设置为1；一致性值设置为0. 75。基于以上运算，通过运行“Standard Analysis”程序得出相应的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在实际分析中，多采用中间解[47]。经过反事实分析获得中间解，即假设每个前因变量的出现都有提升企业高绩效的可能性。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经过模糊集分析得到3条有助于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组态，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经过模糊集分析得到4条有助于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组态（路径）（见表9、10）。
表9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条件变量
	组态解

	
	路径一（NH1）
	路径二（NH2）
	路径三（NH3）

	地理多样性
	⨷
	⨷
	⨷

	行业多样性
	⨷
	●
	●

	功能多样性
	⨷
	⨷
	●

	治理多样性
	⨷
	●
	●

	吸收能力
	◌
	⨷
	●

	Consistency
	0.777
	0.795
	0.759

	Raw Coverage
	0.131
	0.084
	0.795

	Unite Coverage
	0.087
	0.050
	0.759

	Solution Coverage
	0.226

	Solution Consistency
	0.777



表10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条件变量
	组态解

	
	路径四（NH4）
	路径五
（NH5）
	路径六
（NH6）
	路径七
（NH7）

	地理多样性
	◌
	●
	⨷
	●

	行业多样性
	●
	◌
	●
	⨷

	功能多样性
	⨷
	⨷
	●
	●

	治理多样性
	⨷
	⨷
	◌
	●

	吸收能力
	◌
	⨷
	●
	●

	Consistency
	0.789
	0.763
	0.816
	0.792

	Raw Coverage
	0.323
	0.135
	0.174
	0.173

	Unite Coverage
	0.194
	0.023
	0.100
	0.115

	Solution Coverage
	0.577

	Solution Consistency
	0.770


3.4.2 制度环境下驱动企业高绩效的前因构型分析
本研究在高低两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共得到七种驱动企业高绩效的前因构型可分为资源式组合、资源-协调式组合、资源-吸收式组合和非多样性式组合四种模式，具体阐述所下。
①资源式组合（NH4：HY*~ZL*~GN；NH5：DL*~GN*~ZL* ~XSNL）。
NH4和NH5路径结果显示，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高行业多样性或高地理多样性是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功能和治理多样性及企业吸收能力强度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处于一个具备比较稳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的制度运行环境框架中，合作伙伴的行业多样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互补性行业知识、技术和经验资源[5]。焦点企业通过与不同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进行合作，能够突破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发展局限，拓宽企业的资源池和发展视野，使得自身更有利于识别开发新技术获得新机会，增强企业原有市场竞争力。同理，在特定的、本地化的和空间集中的制度环境下，地理多样性可以填补焦点企业市场和技术资源缺口[48]，有利于企业获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特权、新业务的优先机会和网络影响力”，从而扩大商业机会，提升企业绩效。
②资源-协调式组合（NH2：~DL*HY*~GN*ZL）。
NH2路径结果显示，高制度环境不稳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行业多样性和治理多样性是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地理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资源基础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焦点企业高绩效的实现不仅在于多元行业带来的关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面临资源约束和创新活动强制受压的问题。还在于当外部制度环境不稳定时，联盟组合中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可以充当制度环境的角色，以保证联盟企业在合作中的信任程度和承诺水平[9]。在此情景下，治理多样性体现出的是联盟组合合作伙伴之间的协同，而这种协同效应只有在企业与联盟伙伴间拥有适宜的治理机制时才得以保证和彰显，进而利于双方有效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实施，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③资源-吸收式组合（NH6：HY*~DL*GN* XSNL；NH7：DL*~HY *GN* ZL* XSNL；NH3：~DL*HY *GN* ZL* XSNL）。
NH6路径结果显示，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高行业多样性和较高吸收能企业力是焦点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地理、功能和治理多样性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组织学习理论来看，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一方面意味着，正式的规则、条款和程序可以帮助联盟焦点企业及组合合作伙伴明确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降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意味着，长期的社会活动形成的商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意识文化可以对联盟组合伙伴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以上有利于企业从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企业中获取独特的新思想、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防止企业陷入先前的行为和思想模式，进而实施创新创造活动。与此同时，吸收能力传递着联盟组合中的资源，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能力，帮助焦点企业创造超出合作范围内的创新产出[48]，从而产生高的企业绩效。
NH3和NH7路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具备优良的制度环境支持，联盟组合伙伴地理多样性或行业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治理多样性以及高水平的企业吸收能力是焦点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与多行业的企业合作可以帮助焦点企业减轻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创新能力；联盟合作伙伴较高的分散程度有助于焦点企业克服较低的制度环境导致经济活动开展中的缺陷和约束，及时捕获当前市场知识和行业发展信息，拓宽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市场进入机会；功能多样性可以帮助焦点企业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程度下，通过与联盟组合成员进行针对性地生产、营销或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通过治理多样性，增进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信任水平、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41]，减少沟通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商业化应用联盟组合外部伙伴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能力，为企业产生创新型知识、研发创新产品提供必要条件[35]。且更高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快速准确识别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和需求[42]，增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产出和绩效提升。
④非多样性组合（NH1：~HY*~DL*~GN*~ZL）。
NH1路径结果显示，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焦点企业的多样性联盟组合并不是驱动企业实现高绩效的原因。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较高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处于不太完善的市场激励和保护机制下，多样化的合作伙伴虽有利于企业获取互补性和异质性的知识信息资源，增强企业创新广度，但焦点企业也面临着获取资源时的沟通成本和资源筛选成本，研发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泄露和机会主义风险，以及运行和管理联盟组合的协调成本。所以，当缺乏优越的制度环境支持时，联盟组合的交易成本可能会高于关系租金，焦点企业绩效提升与高程度的联盟组合多样性无较大关联。
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张明等[49]提出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之一，即调整一致性阈值，将一致性阈值由先前的0.75提高到0.80，案例频数不变，重新较准数据，其结果如表11、12。对比表9、10和表11、12的高企业绩效组态可以看出，高制度环境下的高企业绩效路径由原来的4个组态变为3个组态，但有效路径皆隶属于原组态路径；低制度环境下产生高企业绩效的3个组态完全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表11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条件变量
	组态解

	
	路径一（NH1）
	路径二（NH2）
	路径三（NH3）

	地理多样性
	⨷
	⨷
	⨷

	行业多样性
	⨷
	●
	●

	功能多样性
	⨷
	⨷
	●

	治理多样性
	⨷
	●
	●

	吸收能力
	◌
	⨷
	●

	Consistency
	0.777
	0.795
	0.759

	Raw Coverage
	0.131
	0.084
	0.795

	Unite Coverage
	0.087
	0.050
	0.759

	Solution Coverage
	0.226

	Solution Consistency
	0.777



表12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条件变量
	组态解

	
	路径四（NH4）
	路径五（NH5）
	路径六（NH6）

	地理多样性
	⨷
	◌
	⨷

	行业多样性
	●
	●
	●

	功能多样性
	⨷
	⨷
	◌

	治理多样性
	⨷
	⨷
	⨷

	吸收能力
	◌
	●
	●

	Consistency
	0.925
	0.915
	0.981

	Raw Coverage
	0.216
	0.253
	0.225

	Unite Coverage
	0.046
	0.084
	0.056

	Solution Coverage
	0.355

	Solution Consistency
	0.907


结论与展望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制造行业战略变革这一背景，以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采用集合视角，使用fsQCA方法，克服以往研究往往从单一维度或者联合多个维度单独探讨不同的联盟组合多样性水平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通过内外部因素进行多层次组态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吸收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论显示，焦点企业绩效是由多个情境因素和协同策略交互作用的结果。我国制造企业在获取互补性知识资源，进行自身创新和变革时，可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变化配置联盟组合地理多样性、行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和治理多样性以及吸收能力强度，具体阐述为适应策略、共生策略、吸收策略和保存四种策略下所对应的四种不同的路径模式分别为：资源式组合、资源-协调式组合、资源-吸收式组合和非多样性式组合，以期获得更好的企业绩效。
[image: ]
图2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联盟组合配置和吸收能力产生高企业绩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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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整合了外部制度环境层面与内部组合多样性配置及企业吸收能力5个前因变量探究影响焦点企业绩效的驱动机制，从更为宏观和多层面的视角突破了以往文献单一研究联盟组合规模和多样性构型的局限，拓展了联盟组合的理论研究。同时通过fsQCA方法的组态分析进一步明晰了联盟组合多样性提升企业绩效的路径，丰富了联盟组合配置的研究框架。同时结论对处于技术创新和变革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两个管理启示。一是焦点企业要密切关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程度，对环境动态保持敏锐的感受力，运用组合视角选择合适的联盟合作伙伴。二是高企业绩效的产生具有非对称性。企业管理者应根据企业发展情景，综合考量前因条件的动态匹配和交互作用，准确把控内外条件的复杂联动关系，精准提升企业绩效。
本研究探索在不同程度的制度环境不确定下，联盟组合配置和企业吸收能力因素交互作用下企业绩效的提升路径。但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错综复杂，本文受到样本数量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导致结论有其局限性，未来研究需将更多的内外情境因素纳入到研究中探讨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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